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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组织”互动论视角下的	
中国智慧司法

郑智航*

内容提要 对于信息技术与组织运作关系的分析主要有技术决定论、技

术社会建构论和互动论三种研究进路。技术与组织互动论非常强调技术实践

概念。技术实践性主要包括技术对于组织目标实现的重要程度、组织的科层

结构与技术的科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自身的结构弹性等内容。从具

体结构来看，智慧司法主要包括以技术治理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结构和以科层

制为核心的司法组织结构。信息技术凭借其独特的技术刚性在一定范围内重

塑着司法的组织结构，影响着司法组织的复杂性、规范性和决策权。信息技术

的运用不断受到当下中国司法组织结构的影响和塑造，并不断从组织既有环

境中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性资源和嵌入的合法性。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的复

杂互动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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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向以数字化和自动

化为核心的智能化社会迈进。人类愈来愈多的活动都可以借助机器和算法来完成或辅

助完成。这些新兴技术在司法领域日益得到广泛应用，并不断重塑着司法活动。人们试

图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司法的纠纷处理能力、增强司法程序的公开

透明度、优化重组司法物理时空资源和要素、实现“接近正义”向“可视正义”的转变。(1)

在此背景下，“智慧司法”这一理念孕育而生。欧美发达国家都在积极探索智能化法律

检索、在线争议解决、法律文书自动生成、法律预测分析和分布式法庭等机制。中国更是

将智慧司法作为国家信息化发展整体战略和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智慧司法在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将智慧司法或数

字司法作为数字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并用这一概念范畴来表征现代信息化技术和人工

智能技术对司法运行和司法管理产生的深远影响。(2)

目前关于智慧司法的研究大体上有两种进路：第一种进路是把智慧司法定义为一

种科学技术范式并主要围绕“平台化 + 智能化”展开，强调通过司法人工智能引擎将大

数据平台与知识平台相连接，构造智能辅助决策应用系统、智能辅助支持系统、案件管理

应用系统和诉讼服务应用系统，从而促进司法运行和管理体系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

化。第二种进路是把智慧司法定义为一种以独立性为主要特征的判断权范式，强调运用

机器所具有的自动化决策能力来代替司法者进行判断。(3) 机器具有的价值判断能力、逻

辑推理能力和说理能力则是这种替代性技术的前提。这两种进路都研究了大数据、人工

智能、区块链和信息技术对司法的影响，并认为科学技术的变革推动着司法的本体论、功

能论和方法论的更新。但是，这些研究都将智慧司法等同于“科技”+“司法”，并从科

技对司法的单向影响角度来分析研究当下我国司法领域的信息技术应用这一问题，忽视

了我国司法组织自身的结构对信息技术嵌入的影响以及司法组织结构与信息技术架构

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由于这一维度的缺失，这些研究既无法看到司法组织在将信息技

术嵌入司法组织结构时进行的策略选择，又无法看到信息技术由于自身刚性而带来的司

法组织结构性维度的变化。因此，笔者试图从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互动论出发，揭示信

息技术与司法组织运行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分析的便利，笔者将智慧司法的范围主要

限定为法院的智慧司法实务活动。

(1) 参见马长山：《司法人工智能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载《法学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23-25 页。

(2) 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载《中国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134 页。

(3) See Tania Sourdin, Justi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Vol.25:96, p.101-10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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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技术与组织运作关系及其研究进路

智慧司法的发展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不同于制造技术或生产技术，它

不仅仅是一种应用工具，而且是一种能将人类的心智转换成一种直接生产力的技术。人

们能够借助信息技术在创造与操纵符号的社会过程和生产与分配财富及服务的能力之

间建立紧密联系。(4) 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联结机制、现代社会的发育和政府组

织的转型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来看，信息技术与组织运作之间的关

系既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究智慧司法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从整体

上说，学术界主要有技术决定论、技术社会建构论和互动论三种研究进路。

（一）技术决定论

在组织研究领域，英国学者伍德沃德较早论述了技术对于组织结构具有决定性影

响。她在对埃塞克斯地区的 100 多家企业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将技术分为小量生产技术、

批量生产技术和流水线生产技术三个层级。这三个不同层级的生产技术往往对应着不

同的组织结构。她认为，不同的技术对于组织和个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而且这些要求

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结构来满足。小量生产技术需要的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较

少，批量生产技术需要管理和监督的分化，流水线生产需要大量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5)

伍德沃德的这一结论获得了布劳诺、马希、希克森、皮尤、迈耶等人的支持，并被赋予了新

的生命力。他们大都认为技术水平与组织规范、组织结构存在一定的关联，并认为技术

愈复杂，组织结构就愈复杂；技术的互相依赖性愈高，投入的协调资源就愈多。(6)

具体而言，技术决定论主要有以下核心要点：（1）技术具有自主性。在技术决定论

看来，技术是一个外在于社会组织结构的“黑箱”，主要源于技术专家和发明家的个人兴

趣。技术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并决定和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因此，技术决定论不关注技术本身的构成问题，只分析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后果和影响。(7)

（2）技术影响着组织结构的具体形态。技术决定论往往用技术类型变量来解释组织结

构多样化这一问题。(8) 他们强调技术与组织结构之间存在某种变量关系。在具体的分析

过程中，强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决定组织结构的唯一因素，技术的复杂程度直接决定

着组织结构和组织规模；弱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对组织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影响。（3）技

术变迁引起社会变迁。技术决定论认为现代社会的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

治制度的决定性力量。技术的发展和变迁塑造着我们的时代，并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变

(4) See Nathan 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7.
(5) See Joan Woodwar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50-67.
(6) 参见［美］理查德·H. 霍尔：《组织：结构、过程及结果》（第 8 版），张友星、刘五一、沈勇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8-102 页。

(7) 参见王汉林：《“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与“技术决定论”之比较》，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26 页。

(8) 参见张燕、邱泽奇：《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三个视角》，载《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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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速度和方向，从而将人类文明推向一种统一的技术社会文明。(9)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随着技术编史学

和后建构论技术研究进路的兴起，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技术自主性和技术决定组织结构等

核心思想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就对技术本质的理解来看，技术决定论往往对技术采

取的是一种工具论和实体论的理解。工具论坚持技术价值中立性，强调技术是一种科学

应用活动，是一种实现人类目的和价值的手段。实体论坚持技术具有特定的价值，并遵

循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技术的这种本质理解，忽视了技术的伦理、政治、社会等意涵，

既容易陷入将技术黑箱化的理论困境，又容易将技术系统从社会系统中抽离出来，陷入

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10)

（二）技术社会建构论

20 世纪 60 年代，莱维特将社会因素带进技术和组织关系的研究，并认为社会因素对

技术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而且技术因素、社会因素、组织结构、组织目标共同构成了组

织的基本要素。(11)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从这种认识出发，强调人

们不应当从“技术—社会”二分出发来看待技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技术的自主性，

而应当从技术具有的社会属性出发，打开技术的“黑箱”，强调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而且组织建构了技术系统并赋予技术系统以意义。普拉萨德认为，技术并不是一种物理

存在，它具有一种独特的象征性结构，并使这种技术使用具有了意义和价值。这种象征

价值甚至可能超过技术的实用功能。人们不仅需要了解象征价值对经历技术变革的组

织情况的影响，而且需要了解它对技术使用和管理决策的影响。(12) 在实践中，技术拥有的

象征价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其生成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并展现着社会系统的

主要面相，脱离具体社会语境讨论技术的意义就显得苍白无力。(13)

具体而言，技术社会建构论主要有以下核心观点：（1）技术表征的是一种物质实体

与社会互动的活动和过程。技术与自然、科技等密切相关，人们往往将技术理解为生活

经验中的窍门、客观中立的知识体系。技术社会建构论则认为技术并非自然和科技知识

的自然呈现，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物质实体在与社会发生关联时得到不断塑造的活

动和过程。以自行车的发展历史为例，不同人对改进自行车有不同想法，并从各自角度

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不同方案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利益。也正是 
 
 

(9) See Friedric Rapph,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134．
(10) 参见黄晓伟、张成岗：《技术决定论的现代性透视：源起、脉络及反思》，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11期，第31页。

(11) 参见邱泽奇：《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33 页。

(12) See Pushkala Prasad, Symbolic Process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Study of 
Work Computer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36:1400, p.1400 (1993)．

(13) 参见王皓、夏保华：《物质与象征之间——普法芬伯格对标准技术观的批判与社会技术系统的构建》，载《自然辩证法

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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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元模式而非线性模式推动了自行车技术的发展。(14)（2）技术并不是按照自身逻辑

来发展的。技术发明的灵感和动议可能源于科学家、工程师或实践者基于实践的认知。

但是，技术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受到组织内不同成员态度、决策和行动的影响。(15) 这

种影响会波及技术发明创新的方向与速度、形式与内容、效益与收益等。（3）组织建构

了技术系统，组织变革不是技术创新的产物。普拉萨德、芳汀和托马斯等人认为组织建

构了技术系统并赋予技术系统以意义。他们认为组织具有的社会、文化和符号象征系统

会塑造技术认知和技术运用的模式。这些模式的产生远远超出了组织中信息处理的直

接任务的需求。(16) 尽管新技术的运用会对组织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组织的变革主要受

制于组织自身的发展。

（三）“技术—组织”互动论

技术社会建构论将技术系统放入社会系统来加以考虑，强调组织对于技术系统具有

强烈的建构作用，决定着人们对于技术系统的顺从和内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技术决定论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是，这种观点从抽象层面谈论技术和组织结构之间的

关系、将组织结构看作一个客观实体、忽视技术结构上的刚性和细节上的弹性。这些问

题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巴利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了组织与技术的

关系。他对医院放射科室传统的科层制结构与 CT 扫描仪的引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后，认为扫描仪作为一种新技术受到了使用环境的影响，放射专家往往会利用制度背景

下的资源和组织结构来对技术专家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扫描仪的运作。他还认为新技术

的引进对于组织结构变化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触发了组织结构的变迁，技术对于组

织结构的影响有赖于内嵌于其中的特殊的历史过程。(17) 巴利的观点得到奥利科夫斯基、

布莱克等人的支持，并从技术的制约性和能动性的一体化解释(18)、新技术应用中专业和职

业的边界 (19) 等角度进行了深化。这些研究促进了“技术—组织”互动论的出现。

在“技术—组织”互动论看来，技术与组织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必须将

这一问题放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来考虑。从内涵上说，技术实践性主要包括技术对于组

织目标实现的重要程度、组织的科层结构与技术的科层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自身

(14) See Trevor Pinch & Wieber E. Bijk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in Wiebe E. Bijker, Thomas Hughes & Trevor Pin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MIT Press, 1987, p.17-47．

(15) 参见黄晓春：《技术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关于中国城市治理信息化的制度分析》，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3 页。

(16) See Janet Fulk,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36:921, p.922 
(1993)． 

(17) See Stephen R. Barley, Technology as an Occasion for Structuring: Evidence from Observations of CT Scann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Radiology Departm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1:78, p.78-108 (1986)．

(18) See Wanda J.Orlikowski,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3:398, p.398-399 (1992).

(19) See Laura J. Black, Paul R. Carlile & Nelson P. Repenning, A Dynamic Theory of Expertise and Occupational Boundaries in 
New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Building on Barley’s Study of CT Scann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49:572, 
p.57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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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弹性等内容。因此，技术实践中的“技术—组织”互动命题可以析分为以下命题：

（1）技术的重要性愈强或技术的结构刚性愈强，技术对组织结构的影响就愈强；（2）组

织系统内部除了存在部门和人事上的科层结构外，还存在一个因重要程度不同而形成的

技术科层结构；（3）技术因既要满足技术本身的要求，又要满足文化的要求而产生了结

构刚性，而且不同类型的技术相对于组织既有结构所具有的结构刚性是有差异的。(20)

历时性也是“技术—组织”互动论研究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巴利认

为，解释组织的变迁和稳定性需要建立一个结构化过程的时间模型。他认为组织可能随

着技术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随着组织环境

变化而逐渐实现的。(21) 芳汀则将信息技术区分为客观的信息技术和被执行的信息技术两

种形态。客观的信息技术在被嵌入组织过程中，必然会受既有组织安排和制度安排的影

响，而且信息技术也可以改造组织结构，从而使组织适应技术的发展。被执行的信息技

术的生成是分阶段的，具有强烈的过程性和时间上的持续性。(22) 黄晓春在借鉴巴利和芳

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组织”结构的时间序列互动模型。他把“技术—

组织”结构互动的过程分为技术定型期、技术扎根期和技术成熟期三个阶段。在不同的

阶段，技术与组织结构的相互形塑方式和路径是有区别的，技术所具有的刚性约束特征

也是有区别的。(23)

（四）本文的研究进路

“技术—组织”互动论认为，信息技术嵌入组织结构的过程既不是信息技术决定组

织结构变迁的过程，也不是组织结构建构信息技术的过程，而是一个技术与组织互动的

历时性的复杂过程。这种研究进路有效克服了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社会建构论的不足和

缺陷。笔者试图采取这种研究进路来分析中国当下的智慧司法问题。之所以选择这种

进路，除了“技术—组织”互动论自身的理论优势之外，还有以下原因：第一，当下中国

选择信息技术推进司法建设不是司法组织被动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而是一个主动

选择的问题。提升司法公信力、提高司法效率、增强中国司法的创新性等组织目标是推

动信息技术嵌入司法组织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这些组织目标，司法组织主动将信息技

术嵌入司法组织。第二，中国司法组织在主动选择信息技术的同时，受到信息技术结构

刚性的影响，需要进行自我调适。这种信息技术结构刚性有时与既有司法组织结构的要

求不一致，从而可能倒逼司法组织结构发生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

之间进行了强烈的互动。第三，中国式科层制组织和管理模式会深深地影响到信息技术

对司法组织的嵌入。从“技术—组织”互动论角度出发能够看到司法外部环境和内部

组织文化等因素对信息技术嵌入的影响。

(20) 参见前注 ⑪，邱泽奇文，第 37 页。

(21) See Stewart Ranson, Bob Hinings & Royston Greenwood, The 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25:1, p.12 (1980).

(22) 参见［美］简·芳汀：《构建虚拟政府：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邵国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6页。

(23) 参见前注 ⑮，黄晓春书，第 69-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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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司法的双重结构

随着国家信息化技术和水平的提升，中国智慧司法建设也愈来愈受到重视。中国试

图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引入司法过程，逐步建立以“智慧法

院”“智慧检务”“智慧司法行政”为核心的智慧司法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着力解决长期

以来存在的法律适用不统一、司法效率不高、司法公信力不足、司法协同不畅等问题。从

“技术—组织”互动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息技术嵌入司法的活动呈现出技术治理背后

复杂的制度逻辑。一方面，信息技术嵌入司法活动具有明确的制度偏好，它受到既有组

织结构及其背后治理逻辑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信息技术自身治理逻辑所具有的刚性

特征不断推动组织结构的变化和组织治理逻辑的变革。因此，深入分析智慧司法的这种

双重结构是研究智慧司法技术与司法组织复杂互动的前提。

（一）智慧司法的技术架构

智慧司法除了需要配置司法服务平台服务器、激光打印机、高速扫描仪等硬件设备

外，还需要根据智慧司法服务需求，开发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司法服务功能模块和便

于信息存储和调取的数据库等软件。(24) 它们基于数字化转换的需求，形成了数据层、网络

层和应用层等功能层。这些功能层具体目的的实现对于智慧司法的技术运用产生了重

要影响，并形成了智慧司法的基本技术架构。具体而言，智慧司法的技术架构主要可以

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智慧司法技术是建立在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利用的基础上的。数据是智慧

司法的基础和前提。智慧司法技术通过让数据发声，使数据关联，用大数据思维发现司

法规律等方式，提升司法质效。它除了通过对司法过程中各项业务全流程的数据和信息

进行记录、处理和存储等方式来实现数据实时汇聚之外，还通过司法大数据分析建立一

套监督管理和科学决策机制。在实践中，智慧司法系统结合具体司法场景，并按照既定

目标，对判决书、案件卷宗、庭审视频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进行探索和分析，揭示隐

藏的、未知的规律性，并进一步将数据模型化，从而为司法提供技术支持。(25) 因此，在智慧

司法中，数据是激活司法系统整体资源分配体系的重要媒介和方法。要想对数据进行深

度挖掘和利用，就必须在司法系统内部充分地实现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并在此基础上充

分运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知识推理等人工智能技术。

第二，智慧司法技术的去中心化。形成系统集成、集约高效的数据互联互通和信息

共享平台，对于智慧司法的展开具有基础性作用。为此，司法系统逐步运用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技术搭建采集、传输、存储和流转电子证据、电子卷宗、电子档案等电子数据的基

础设施。智慧司法技术将原先集中在单结点上的数据处理任务分派到多个结点上，增加

(24) 参见赵晓林：《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司法服务平台设计》，载《信息与电脑（理论版）》2022 年第 3 期，第 98 页。

(25) 参见王禄生：《司法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风险及伦理规制》，载《法商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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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冗余，让各个部门将其常用数据存储在本地，进行就地存放和就地使用，从而提高

响应速度。(26) 相较于过去集中式数据处理技术而言，这种数字处理技术具有物理分布性、

逻辑整体性、站点自治性、分布透明性等去中心化特质。(27) 在智慧司法中，这种技术的运

用不但让所有的司法主体能够参与其中成为数据的分享者和提供者，而且能够让他们迅

速感知每一个信息的变动，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第三，智慧司法运用代码生成技术实现法律规则的代码化。所谓代码生成技术，是

指利用开源编译器，将不同的语言或逻辑编译成可执行文件的一种技术。在实践中，它

主要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指令工作方式驱动程序运行，促进计算机或人工智能完成相应

的任务。智慧司法的一项重要功能就在于将原本由司法者完成的工作交由计算机或机

器来完成，从而提升司法的质量和效率。法律代码化则是计算机或机器代替人工的技术

前提。它通过代码技术将法律规则转化为计算机或机器能够识别的语言，并让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根据司法人员录入的法律情节，依据法律规则进行运算，得出准确结果。这

种精细化的代码构建，能够将传统重复性的人工计算过程予以简化，提升司法效率。(28)

（二）智慧司法的组织结构

智慧司法除了具有科学技术这一面相外，还有组织结构这一面相，即司法组织将科

学技术嵌入组织结构，提升司法能力的活动。因此，司法组织结构既是现代新兴信息科

技手段运用的具体场景，也是科学技术塑造和改变的对象。它既给现代新兴信息科技的

运用提供一定的结构性支撑，又在科学技术的冲击下不断实现治理结构的变革。准确认

识当下中国智慧司法的具体组织结构对于研究智慧司法的技术与组织结构的互动具有

重要意义。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以等级结构、专业知识配置与组织网络为核心的组织安排

和以正式制度与公认的行为规范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两个部分。(29) 组织安排确立了组织内

部分工协调的基本形式或框架。制度安排是组织职能实现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制度化的

形式划分各个主体的责、权、利，并对工作流程和规范作出明晰的要求。

就当下我国智慧司法的组织结构而言，该结构继续沿袭着科层制组织和管理模式的

特征。一方面，整个司法系统都被纳入科层制格局中，接受与行政机关同样的政治逻辑

的支配，在工作机制上具有强烈的同质性。这种科层制格局既为司法机关获取生存所需

的外部资源提供了正当性，也决定了法院的内部运作方式。(30) 另一方面，司法系统内部通

过格职安排，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结构。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受到他在金字塔

体系中所占坐标位置的影响。这种金字塔式结构进一步增进了司法审判组织对科层制

组织结构的亲和性，并通过党管政法机制和院长负责制等方式将科层制从司法管理扩张

(26) 参见肖凌、刘继红、姚建初：《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的研究与应用》，载《计算机工程》2001 年第 1 期，第 33 页。

(27) 参见马一宁、张霞、陈静汝：《中小型网站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渐进优化策略》，载《电脑知识与技术》2012 年第 12 期，

第 2665 页。

(28) 参见吴沈括：《以代码实现法律规则 用技术促进司法公正》，载《检察日报》2020 年 8 月 22 日，第 3 版。

(29) 参见前注 ⑮，黄晓春书，第 71 页。

(30) 参见付磊：《我国司法科层制的建构路径及其背景透视》，载《财经法学》2015 年第 5 期，第 7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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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司法审判领域。这些年来，尽管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在积极推进以扁平化为主要

特征的内设机构改革，但是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科层制是

中国开展的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司法的组织结构。我国的智慧司法就是从这一

前提出发，并充分运用这一组织结构的优势来积极推进智慧司法建设。它要求主要负责

同志作为智慧司法建设的“一把手”，亲自部署，并做好压力传导工作，各地成立网络与

科技信息化领导机构具体负责落实。

在制度安排方面，当下中国智慧司法形成了以《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

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为

主体的国家战略文件，以《关于加快智慧法院建设的意见》《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21—2025）》《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2017—
2020 年）》《全国检察机关智能语音云平台建设指导方案》《关于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的意

见》《“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等为主体的部门纲要文件。这

些文件对智慧司法的建设目标、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具体举措等内容作出了相应的规

定，从而为我国的智慧司法建设提供了制度遵循。具体而言，这些文件具有以下特点：第

一，具有较强的压力型体制色彩。所谓压力型体制，是指各级机关是在以从上而下的政

治行政命令为核心的压力驱动下运行的，并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

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31) 我国对智慧司法的推进沿袭着这种压力型

体制的思路。中央制定相应的智慧司法建设任务，各地司法机关制定具体的落实方案。

上级利用监督考评机制和绩效问责机制产生的体制性压力来确保下级各项智慧司法建

设任务落到实处。第二，具有明显的政治势能推进色彩。政治势能非常强调在公共政策

执行过程中运用党的领导在场来产生凝聚力，并借助会议、宣传、动员等机制来“构建权

势”和“借势成事”，从而起到统一思想、整合跨部门利益、诱发或催化政策变现的作用。(32)

我国智慧司法的相关文件就具有这种特点。这些文件往往契合了科技和社会发展的热

点话题，并在全国性会议上提出。而后，各级组织和部门会召开相应的推进会、表彰会和

学习座谈会，形成一种智慧司法建设的良好氛围。它有助于增强各级司法组织和司法人

员对智慧司法的价值认同。第三，具有较强的再造司法流程色彩。例如，在批准设立杭

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时，中央明确指出要“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健全完善诉

讼规则”，这必然涉及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规

则的调整。(33)

(31) 参见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1 期，第 6 页。

(32) 参见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 20 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4 期，第 8 页。

(33) 参见刘品新：《智慧司法的中国创新》，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 年第 3 期，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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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技术对司法组织结构的影响与塑造

信息技术具有自身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尽管会考虑技术与组织的兼容性问

题，但不会因为组织结构的刚性而放弃技术的效率所要求的结构。(34) 相反，技术刚性在一

定范围内重塑着组织结构。在信息技术嵌入司法组织过程中，信息技术虽然受到司法组

织的目的、态度、决策和行为的影响，但是，它凭借独特的技术结构，影响着司法组织的复

杂性、规范性和决策权。

（一）信息技术对组织结构性维度的影响

组织结构性维度描述了组织结构的内部特征，展现着组织结构内各构成要素间的

关系。具体而言，组织结构性维度主要包括复杂性、规范性和权力结构三个方面的内容。

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主要是指组织结构中各构成要素在横向、纵向和空间上的差异性；组

织结构的规范性主要是指通过规章、制度和标准等方式对组织行为进行规范的程度；组

织结构的权力结构主要是指组织决策权在组织中的分配情况。(35) 在传统组织中，组织的

分工程度和专业化程度较高，这会增加组织管理的层级性，形成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

理方式和组织体系，并将决策权集中到较高层级上，从而使组织结构呈现出科层制的特

点。从组织社会学上看，组织规模愈大，组织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程度愈高，采取的规则和

程序愈多，垂直管理幅度愈大。(36)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信息技术在使组织环境变得复杂的同时，增强了组

织对环境的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它通过改变组织的成本结构来影响组织规模，通过促

进技术更新运用和增加组织过程的复杂性来影响组织技术，通过信息开放、共享等方式

推动组织文化的发展。信息技术对组织结构中的这些关联性维度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

组织结构性维度的发展与变化。(37) 具体而言，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组织更为强调组织结构

的灵活性和部门之间的沟通性。这种灵活性和沟通性打破了传统组织的高度分工性，并

要求克服因为高度分工而导致的工作过于狭窄的弊端。它更倾向于减少管理层级和增

加管理幅度来提高信息的流通效率，采取一种团队网络式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形态。在

权力结构方面，这种组织倾向于形成一种以分权为主要特征的矩阵型有机性结构以便于

迅速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有效反应。

（二）信息技术对司法组织复杂性的影响

当下我国既有的司法科层制结构为智慧司法建设提供了动力、设定了目标。但是，

(34) 参见前注 ⑪，邱泽奇文，第 44 页。

(35) 参见高晶、关涛、王雅林：《信息技术应用与组织结构变革的互动研究》，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 年第 10 期，

第 42 页。

(36) See Richard L. Daft, System Influence 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The Cas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21:6, p.8 (1978).

(37) See Victoria Buenger, Richard L. Daft, Edward J. Conlon & Jeffrey Austin, Competing Values in Organizations:Contextual 
Influences and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7:557, p.557-576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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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数据算法系统的结合增强了信息传递效率和系统连接能力，促进了层级部门

之间的资源整合和职能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功能整合。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具有强

大的实现权力过程留痕、权力运行监督、问题源头追溯、全过程管控、责任利益分配等功

能。(38) 因此，信息技术影响着司法组织的复杂性。

首先，信息技术有助于新型审判组织形式的产生。传统的审判组织形式具有明显的

地域性和空间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审判的组织形式越来越脱离物理空间的限制而

呈现出在线的特征。例如，智慧法院“利用 ODR 技术的开放性、经济性、公平性、较弱对

抗性、仲裁和调解灵活等特点创新了民商事案件纠纷解决的新模式，通过借鉴互联网多

元纠纷解决机制搭建了‘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对婚姻家事、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类

案件实现了在线评估、在线仲裁、在线调解和在线司法确认，‘移动微法院’等高效简易

在线程序极大地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39) 这些新型审判组织形式，可以让当

事人灵活地选择庭审场所和庭审时间，甚至实现超时空的“错时审理”。

其次，信息技术会对审级制度产生影响。由于案发量、地域、传统文化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中国形成了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种审级制度没有突出初审法院和上诉法

院、法律审和事实审的区分。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事实审加强对下级法院的管理，强化了

法院科层制的结构。(40) 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在各级法院的应

用，对这种上下级间的科层制结构产生影响，上下级法院可能因为采取相同的智能辅助

办案系统处理同一案件，出现完全相同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结论。这在事实上削弱了

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分工，也缩减了法院管理的中间层级。(41)

最后，信息技术会增强上级组织或分管领导的司法监督。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

司法领域的各项工作愈来愈被指标化和可视化。过去那种依靠纸质记录并存储在文件中

或形成等效电子文件的储存方式转向可检索式的数据库方式。这也推动了面对面式听取

汇报监督方式向随机抓取监督方式的转变。系统平台能够对一些工作流程设置时间结

点。这些结点能够起到工作督促的作用，而且系统平台往往具有一定的刚性，过了某一时

间结点，就有可能关闭或留下拖延的痕迹。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

从领导督促到系统督促的发展。此外，上级法院可以对裁判文书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并

根据类案败诉率建立模型，评估下级法院的审判质量，从而提升监督的时效性和精准性。

（三）信息技术对司法规范性的影响

规范性是组织结构性维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涉及工作标准化程度、协调方式、组

织活动特征、组织结构模式、组织文化等方面。在信息技术嵌入司法组织之前，司法组织

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司法活动的程序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界知识的输入。而且受

(38) 参见姜晓辉：《信息技术驱动下官僚科层制的发展进阶、衍生问题与优化路径》，载《国外社会科学》2022 年第 4 期，

第 75 页。

(39) 参见魏斌：《智慧司法的法理反思与应对》，载《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 8 期，第 114 页。

(40) 参见侯猛：《司法的运作过程——基于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观察》，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51 页。

(41) 参见李训虎：《刑事司法人工智能的包容性规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2 期，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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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规章制度影响，各职能部门分工相对明确，并在尊重各职能部门工作特点的前提下，

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司法的组织文化也呈现出职业文化的

色彩，即因司法行业准入门槛、工作内容和所需技能等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专一性和排

他性。信息技术的运用增加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开放、共享和交流，缓解了信息流通不畅

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组织的规范性由标准化向协调化、稳定性向灵

活性、职能式向有机式的转变。具体而言，信息技术对司法规范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首先，信息技术再造诉讼规则。智慧司法的发展带来了诉讼方式的发展，电子诉讼

平台、“移动执行”手机 APP、“移动微法院”等纷纷上线运行。它们在提升司法效率

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着传统的诉讼规则。它们不但影响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也冲击着传统诉讼的价值和原则。例如，诉讼文书的电子送达和交换对传统书面原则的

冲击、电子诉讼对直接言词原则的影响、电子证据对物证书证制度的影响等。(42) 这些影响

推动了 2021 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增加在线诉讼的相关规定和《人民法院在线诉讼

规则》的颁行。

其次，信息技术畅通了外界知识输入的渠道，增加了司法知识的复杂性。为了进一

步增强司法的民主性，除了建立司法业务平台以外，我国还积极探索建立信息收集反馈

机制，利用网络平台、官方微博等多种方式收集社会民众对相关事件和司法行为的评论，

并对这些看法进行分析和研判。这种便利的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能够将多种知识及背

后的利益纳入同一时空框架中，并改变了传统较为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司法知识生产方

式。相应地，司法的规范依据不再只是单纯的法律条文。

最后，信息技术推动了司法组织形成以开放和共享为主要特征的组织文化。信息技

术凭借自身互联互通的优势，打通了司法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数

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智慧法院建设的意见》等指

导性意见的指引下，司法组织按照互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要求，积极推动公安、

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机关内部的信息共享和工商、金融、房管、民政等部门行业机构外部

的信息共享。这种共享的信息文化既进一步强化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共议格局”，

又极大地增强了司法组织与其他部门行业机构之间横向的沟通和交流。

（四）信息技术对司法决策的影响

集权和分权是描述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信息技术嵌入司法组织之前，司法

者凭借法律知识的优势和法律程序的抑制性，相对集中地行使司法决策权。但是，信息

技术的嵌入推动了算力与人力的结合，形成了司法权力与算法权力叠加的复杂格局，并

推动传统司法权相对集中的行使方式的变革，从而增加了司法决策的聚合效应。(43)

首先，从司法决策活动的事后处置性到先行介入性。在传统司法分工格局中，司法

(42) 参见王福华：《电子诉讼制度构建的法律基础》，载《法学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95 页。

(43) 参见陈姿含：《司法算法决策中的权力逻辑》，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第 148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技术—组织”互动论视角下的中国智慧司法 

115

决策权更多地是一种裁判权，并具有相对的事后处置性。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司法活动

进行了赋能，将法治联建、普法联动、矛盾联调、困难联帮、活动联办等司法服务内容串联

在一起，从而延伸司法职能。在此过程中，法院能够通过裁判数据对社会风险进行研判，

并借助政法体制先行介入，阻却违法行为，实现源头治理的目的。例如，2020 年新冠疫

情期间，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大数据分析，发现该市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存在

九大风险点后，向市委市政府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分析报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建议。这有助于防范和化解潜在的法律风险。(44) 大数据分析的相对客观性和直观性，

又反过来增强了法院先行介入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其次，从司法者决策到司法者与平台共同决策。司法的平台化是智慧司法的一个重

要特点，而司法平台的搭建活动是法律与科技的一个深度结合，本质上体现了法律思维

与技术逻辑的融合。然而，技术平台的设计者，往往会利用自身在数据处理和深度学习

算法上的技术优势，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认知编制进系统中，并生成一种隐性的支

配权和控制权。(45) 这种隐性的算力权力会对司法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司法决策权原本

由司法者相对集中行使转变为由司法者和平台共同行使。特别是随着自动化决策在智

慧司法中的运用，传统由司法者决定的事项可能由平台或机器来代替完成。例如，最高

人民法院建立的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强制检索报告工作机制，就一再强调对于拟提交专业

法官会议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

则的案件、院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案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

并将这些类案检索结果作为审判结果的参照。(46) 这些类案库的建设本身就受到平台技术

逻辑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司法决策权的行使。

最后，法官个体决策演变为法官群体决策。海量数据是智慧司法系统运行的前提。

它通过对海量的司法数据进行标注、要素抽取和知识图谱构建来进行算法建模。(47) 在智

慧司法过程中，法官往往会首先运用关键词、案由等信息在系统平台中搜寻同类案件或

相似案件，然后根据平台推送结果作出最接近本案的判决结果。因此，每一个司法判决

过程都是一项数据庞大的实证研究和综合衡量过程。例如，法院在借助上海“206 系统”

（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审理盗窃案时，通过该平台能够搜索到全国 30 万个盗窃

案件样本的全部案情要素及量刑情节要素。(48) 这将全国法官对于这类案件的态度和看法

聚合起来，形成法官群体的态度和看法。法官往往会放弃过去凭借有限能力和个体经验

进行决策的模式，而服从于大数据所透射出来的法官群体的态度和看法。这种表面上由

法官个体作出决策的过程实际上演变为由法官群体作出决策，并以“机器人法官”样式

展现出来。

(44) 参见许梅、沈羽石：《防控疫情，司法大数据派上大用场》，载《浙江法制报》2020 年 3 月 10 日，第 5 版。

(45) 参见［美］劳伦斯·莱斯格：《代码 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李旭、沈伟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 页。

(4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20〕35 号）。

(47) 参见前注 ①，马长山文，第 30 页。

(48) 参见崔亚东：《人工智能与司法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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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司法组织结构对信息技术嵌入的影响与塑造

从“技术—组织”互动论来看，中国当下的智慧司法建设是一个信息技术不断嵌入

组织结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信息技术的运用不断受到当下我国司法组织结构的影响

和塑造，并不断从组织既有环境中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性资源和嵌入的合法性。具体而

言，组织目标、考核机制、组织文化都会形塑信息技术的选择，影响信息技术嵌入司法组

织结构的过程。

（一）组织目标对信息技术嵌入的影响

从我国智慧司法的源动力来看，它源自于我国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特别是随着互

联网和信息化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主要国家都把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科

技创新和社会治理转型的重点，并将这些技术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我国更

是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高度来看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即将引发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方式的颠覆性变化。在中央看来，这种新技术的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

史性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

经历信息革命。农业革命增强了人类生存能力，使人类从采食捕猎走向栽种畜养，从野

蛮时代走向文明社会。工业革命拓展了人类体力，以机器取代了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

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而信息革命则增强了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

的飞跃，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49) 近代

以来，中国没有抓住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是造成中国逐渐落入被动挨打境地的一个

重要原因。中央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强调抓住了这次机遇，中国就有可能实现弯

道超车以追赶世界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

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

主导者”(50)。

在这些目标的指引下，中央积极推进司法系统的数字化建设，并试图实现司法系统

信息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试图凭借体制优势、制度优势和技术优势，实现从自发到自

觉、从粗放到集约、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从司法信息化的追兵，成为世界智慧司

法的标兵。这不但有助于推进解决司法领域制约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的问题，而且有

助于进一步凸显我国司法的制度优势和巨大的优越性。因此，我国智慧司法建设不仅仅

是一个如何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司法领域的问题，更是一个在全球互联网法治发展过程中

如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问题。中央层面制定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

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等纲领性文件，并以数字化、网

(49)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 年 4 月 26 日，第 2 版。

(50)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 年 6 月 9 日），人民出版

社 2014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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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着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并将其上升为国家的重要发展

战略。这些文件提出了“实施‘科技强检’，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建设‘智慧法院’，提

高案件受理、审判、执行、监督等各环节信息化水平，推动执法司法信息公开，促进司法公

平正义”“建设集审判、人员、数据应用、司法公开和动态监控于一体的智慧法庭数据平

台，促进人工智能在证据收集、案例分析、法律文件阅读与分析中的应用，实现法院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智能化”等具体要求。(51) 为了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中央坚持从考虑公

共服务所面临的质量压力、统治风险与治理成本（财政约束和行政监督成本）的事权分

配原则出发，强调中央释放信号、地方率先尝试、中央指明方向、地方具体落实、中央考核

并表彰先进、地方尝试新的创新应用。(52) 这种目标设定机制和目标实现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推进了信息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

然而，在推进智慧司法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呈现出不同的目标指向性。中央推进智

慧司法的目标往往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宏观性和指导性，而地方和各个部门在推进智慧

司法时往往受制于自身偏好、发展水平和行为能力而形成具有本地化和部门化特色的地

方性目标和部门化目标。具体而言，地方司法部门在推进智慧司法过程方面有以下目标

诉求：其一，追求实效性。地方司法机关尽管也从整体性、宏观性和指导性来看待智能司

法建设问题，但是它们更为强调的是运用信息技术来提升实际办案水平，有效解决案多

人少的矛盾。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下，地方各级法院积极借助信息化技术，采取

“云间”庭审、线上开庭等多种形式完成办案任务。其二，追求政绩性。在晋升锦标赛理

论看来，地方官员的政绩与官员升迁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晋升锦标赛的格局。随着

晋升锦标赛的深入，中央政府愈来愈强调经济增长之外的考核指标。这直接刺激了地方

官员开展政府治理创新的积极性。(53) 司法机关的官员也往往想通过司法体系和机制的改

革获得职业发展、重用和擢升的重要资本。智慧司法是一种新生事物，它对司法建设的

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影响以一种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积极推进智慧司法建设更容

易出成绩。因此，各级司法机关都将智慧司法建设作为工作的一个重点。其三，追求竞

争优势。在现今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地方司法机关为获取更多的人员编制、部门职数、预

算经费等生存发展资源，往往会在发展目的、审判质效、服务地方、制度创新、司法知识等

各方面展开竞争，(54) 而不断创新才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智慧司法将大数据思维运用

于司法工作中，并利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和控制技术等对司法过程与结果实行统一管

理、控制和运用。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司法的效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着司法过程和

理念。抓住智慧司法建设，就意味着在司法领域搭上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快车。大多数

地方司法机关都试图在智慧司法建设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从而增强竞争优势。

这种建设目标上的差异性影响着中央与地方司法机关对于信息技术在司法领域嵌

(51) 参见前注 ㉝，刘品新文，第 84 页。

(52) 参见周翔：《智慧法院的生成机制与未来发展趋势》，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第 135 页。

(53) 参见陈家喜、汪永成：《政绩驱动：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56 页。

(54) 参见高翔：《中国地方法院竞争的实践与逻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 年第 1 期，第 80-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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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认知。中央更为强调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角度来推进智慧司法建设，并强调运用信息

技术来对司法理念、司法过程、司法行为、司法管理和司法体制等各方面进行重塑。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就强调智慧法院建设的目标是推动信息技术与法治建设融合促进，以司法

数据中台、智慧法院大脑、在线法院建设为牵引，把科技创新充分融入审判执行业务各方

面、各环节，全面加强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为智慧法院建设注入新

动力。(55)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除了强调信息技术对司法理念和司法流程的影响外，还强调

通过深度学习、大数据、知识图谱、云计算等技术，基于广泛集成的海量司法大数据实现

类案推送、法规检索、争议分析、裁判建议生成。受财力、人力和智力影响，地方在智慧司

法建设过程中，更为强调从司法流程管理角度推进信息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嵌入，注重运

用信息技术实现工作流程、环节的改造和优化，并将主要建设精力放在利用网络技术进

行立案、缴费、分案、保全、送达、归档、执行等环节。

（二）考核机制对信息技术嵌入的影响

受地域、人口等诸多客观因素影响，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

在这种体制中，中央将实际管治各地民众的权力交由地方行使，中央政府则主要执掌选

拔、监督和奖惩官员的权力。中央主要通过任用和监督地方官员的方式来实现间接治理

地方事务的目的。(56) 因此，考核机制对这种体制的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推进智慧司

法建设过程中，中央继续沿袭这种思维惯性，将信息化技术的运用纳入考核内容。最高

人民法院明确提出构建信息化技术应用成效评估改进机制，建立评估指标设计体系，开

展指数评估。(57) 司法部也强调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化司法运用的考核评价机制，将评价考

核纳入部门工作目标考核范畴，作为领导班子综合考评的重要内容，并成立司法部“数

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检查组到各地进行检查和督导。(58) 这种考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信息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嵌入，但是也可能滋生下级司法部门在智慧司法建设过程

中的策略性。

第一，全盘外包建设策略。智慧司法建设是司法系统主导的法律系统与技术系统合

作研发进行共建的一项工程。司法机关在与技术资本合作中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主导

性。(59) 然而，各地司法部门技术能力不足是一个客观事实。它们难以真正有效地介入智

慧司法建设的方案制定、科学研究、产品研发甚至试点运用等工作。为了完成上级智慧司

法建设考核任务，各地往往选择全盘外包的策略，将智慧司法系统的研发、建设以及维护

等工作全盘外包给技术公司，由技术公司来进行项目论证和实施，从而形成了一种购买

智慧产品的格局。然而，这种策略在客观上往往忽视了信息技术嵌入司法的制度目的。

第二，优先开展自治系统研发。智慧司法建设是一个体系性的信息系统工作，在范

(55) 参见周强：《科技创新驱动智慧法院建设  司法服务保障科技创新》，载《人民法院报》2021 年 5 月 17 日，第 2 版。

(56) 参见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载《社会学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 页。

(5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法发〔2017〕12 号）。

(58) 参见司法部：《“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司发通〔2018〕100 号）。

(59) 参见张凌寒：《智慧司法中技术依赖的隐忧及应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4 期，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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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上覆盖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在类型上包含业务应用、数据资源、基础设施、信息安全、运

营维护、后续保障等各种系统成分。因此，智慧司法建设至少包括自治系统研发、骨干系

统研发推广、协同体系集成等实体建设内容。(60) 然而，我国智慧司法建设存在系统规模

大、空间分布广阔、信息“孤岛”现象较为严重、财力不平衡等问题。各地司法机关为了

考核评估或争创“第一”的需要，往往优先从本单位利益出发，重点开展自治系统研发。

只有在还有余力的时候，才进行协同体系集成系统的建设。这种建设策略，往往忽视其

他地方智慧司法建设已经取得的显著成效而另起炉灶。这种“创新”很可能与既有的

智能应用具有高度的重复性，只是在具体表述或者非核心环节有所不同而已。(61)

第三，为了考核而运用智能技术。在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将法官运用智能技术

的频次和方式列为一级考核评价指标。比如，要求法官在办案平台中进行电子卷宗的阅

卷，运用办案平台自动生成裁判文书，将通过平台而相应形成的阅卷率、裁判文书自动生

成率，作为考核法官对智慧办案系统运用水平的重要考核指标。然而，在现实办案过程

中，该系统存在不少瑕疵，法官往往为了应付这些考核而被迫使用该系统。这反而额外

增加了法官的负担。以文书自动生成为例，虽然系统可以直接套用文书样式形成固定版

式，并抓取之前当事人上传或书记员扫描形成的起诉状、答辩状等信息作为文书内容，

但因为缺少举证质证与证据认定、事实认定以及本院认定的部分，这种样式文书并不完

整，仍需要法官自己填入，而且自动生成文书的字体、行间距等格式往往不符合文书格

式要求，与最终作为司法产品的裁判文书相差甚远。这导致实践中有些法官宁愿在空白

文档中写完文书，将完整的排好版式的裁判文书粘贴到系统中，佯作系统生成的文书，

以完成对该指标的考核。这种刻意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法官带来了办理案件

之外的压力。(62)

（三）组织文化对信息技术嵌入的影响

司法组织具有的科层结构不仅是一种组织权力运作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它

不仅与社会的文化特征相适应，也与教育体系、政治体系模式紧密相关，并生成一种组织

文化。这种组织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司法组织不愿意与外界交流，而倾向

于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中完成司法行为。它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信息技术带来

的司法变革。这种组织文化增加了信息技术在司法组织内部的去制度化和再制度化的

难度。(63) 就智慧司法而言，它是一项运用数字化认知、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技术改造司法

的巨大工程。这对传统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的认知和思维都形成了巨大挑战。一方面，

我国智慧司法受到了科层制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高位推动压力；另一方面，司法

(60) 参见许建峰等：《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模式框架和创新实践》，载《中国工程科学》2022 年第 4 期，第 105 页。

(61) 参见王禄生：《智慧法院建设的中国经验及其路径优化——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展开》，载《内蒙古社会科

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62) 参见郑曦：《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及规制》，载《中外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695 页。

(63) See Vishanth Weerakkody, Amizan Omar, Ramzi El-Haddadeh & Moaman Al-Busaidy, Digitally-enabled Service 
Transform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 The Lure of Institutional Pressure and Strategic Response towards Chang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Vol.33:658, p.659-66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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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司法人员的有限理性让他们难以具备充分适应外在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司法

组织和司法人员会对智慧司法采取一种保守性态度，并依赖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来指导

其行为，以便减少盲目追求效率最大化导致的失误。如在实践中，有些法院会主动模仿

其他法院智慧司法建设方案。

六、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结构互动的历时性

智慧司法的建设与发展过程是一种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进行复杂互动的过程。信

息技术既凭借其独特的技术刚性在一定范围内重塑着司法的组织结构，又受到了司法科

层制组织结构的影响。然而，这种相互影响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从历

时性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的互动，对于全面认识智慧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从时间上看，我国智慧司法建设肇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以 1996 年最高人民法院

组织召开的“全国法院通信及计算机工作会议”作为起点。这次会议提出加强全国法

院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并将法院的信息化作为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和技术保障工

作的重要部分。这种信息化建设阶段一直持续到 2013 年。2013 年 9 月 10 日，最高人民

法院组织召开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工作会议，确定将法院信息化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战

略性、全局性的系统工程来对待，并启动数据集中管理平台的建设，推动了法院从信息化

建设阶段向司法大数据建设阶段的发展。2015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智慧法

院”的概念。2017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提出以

信息化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自此以后，我国司法建设进入到基于数据和机

器学习的智慧法院建设阶段。(64) 在不同的阶段，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结构的相互塑造方

式、路径和内容是不同的。

在司法信息化建设阶段，信息技术与司法组织的互动主要体现为司法组织对于信息

技术的选择运用，信息技术对于司法组织的结构性依赖较强。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刚

刚起步，发展层次较低。信息化建设主要体现为与信息化有关的硬件建设、信息公开平

台建设和流程性信息化系统建设等内容。这些技术往往是外在于司法组织结构之外的

一种技术装备。这些技术的选择往往受制于司法组织的偏好。司法组织并没有发布大

量改进组织结构以适应技术变迁的制度安排。因此，信息技术对司法组织结构的影响相

对较小。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司法的公开性和时效性等方面。

在司法大数据建设阶段，法院试图以信息化来促进全面司法公开，并通过裁判文书

网、执行信息公开网、庭审公开网、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等媒介给予司法更大程度的合法

性支持。这为司法组织和社会公众认知司法活动提供了数据基础。在这一阶段，信息技

术除了受到组织目标、考核机制和组织文化的影响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组织

结构的调整。例如，信息技术的运用推动了司法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分析，促进了传统的

(64) 参见李鑫：《智慧法院建设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实践》，载《政法论丛》2021 年第 5 期，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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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统计向全自动统计转变，从而增强了司法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确性。这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规范司法系统的绩效考核机制。司法活动的全程留痕性，也增加了干预司法的成

本，有助于司法权合法有效地行使。

在司法人工智能建设阶段，以开放和共享为主要特征的组织文化愈来愈成为社会的

一种共识。这种组织文化推动了信息技术在司法组织结构中的嵌入力度，它既要求法院

系统内部实现数据标准统一和信息互通，又要求政法部门之间加强合作与交流。司法数

据与算力的结合，进一步增强了信息技术的结构刚性，并日益成为一种新的常规结构，从

而推进了司法决策的建模化。既有的司法组织形式、组织规范和决策方式都难以适应信

息技术的发展及其结构刚性的要求。这又反过来增加了重塑司法组织结构的紧迫性和

力度。因此，司法组织结构的调整对于信息技术的嵌入愈来愈重要。

Abstract: The academ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has been mainly based on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technology 
determinism, technology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technology-organization interactionism.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puts great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practice. Technology practicality mainly includes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y 
to the re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goa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 and that of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al flexibility of technology. In terms of 
specific structure, smart justice mainly include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ructure with 
technology governance as the core and the judi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with the bureaucracy 
as the core. By virtue of its unique technical rigid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hapes the 
judi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affects the complexity, standard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the judicial organization.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constantly influenced and shaped by the current judi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n China a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continuously obtaining the material resources 
on which it depends as well as the embedded legitimacy from the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environment.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judicial 
organization is a diachronic proces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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